
 

我国县域新型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以湖南省域 71 县为例 

马骏1 童中贤 杨盛海 

【摘 要】县域新型城镇化是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是未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实现优化转型发展的重要

载体。从县域城镇化推进过程的特殊性出发，选择适合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推进模式，对破解当前我国县城城镇

化（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县域城镇化）动力不足、机制不活、效益不优等一系列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

国新型城镇化推进的重点以县城扩权扩容提质为突破口，推进中心镇向现代新型小城市转型，推进县（市）城向中

等城市转型，推动一批有条件的县（市）城发展成为大城市，从而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应通过中心城市辐射

带动、特色产业产城融合、新区新城引导拓展、旧城改造紧凑发展、城市群组整体联动、城乡统筹互促共进等推进

模式，加快我国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县城；推进模式 

一、引言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明确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提出“按照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顺应发展规律，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一条以

人为本、集约高效、节能环保、生态可持续的城镇发展新路子。县域作为中小城镇发展的重要载体，有其特定的城镇化发展阶

段和动力机制，研究县域新型城镇化推进模式，即对县域新型城镇化的实现方式进行深入研究，对破解当前我国县域城镇化（特

别是中西部地区县域城镇化）动力不足、机制不活、效益不优等一系列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的概况 

（一）对城镇化推进模式的综合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城镇化推进模式有多种界定。根据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可分为同步型和滞后型城镇化或过度型城

镇化模式；根据城镇化空间结构形态，可分为集中型和分散型城镇化模式；根据城镇化的规模结构等级，可分为小城镇、中等

城市、大城市、国际化都市模式或大中小城市结合型模式：根据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可分为拉力型和推力型、内生型和外生型、

自上而下型和自下而上型几种城镇化模式；根据城镇化过程中资源利用方式，可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城市化模式。我国学者李

强(2012)在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中，将我国现有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归纳为以下七种，包括：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

设新城新区、建设中央商务区、建立开发区、村庄产业化和乡镇产业化。 

（二）对区域城镇化推进模式的研究 

周一星(1988)关于城市经济效益和城市规模的研究同样发现，城市区位条件影响着城市经济效益；辜胜阻、李华、易善策

(2010)认为，中国城镇化的推进要因地制宜，在东部沿海和中西部采取不同的区域城镇化模式；蔡昉、都阳(2003)经验分析认

为，我国转型期由于市场发育水平的不同，中西部地区在城市发展模式上显著区别于东部地区；杨波、朱道才、景治中(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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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化发展阶段角度，认为我国城市化的区域差异性大，部分如上海、北京和天津已经进入城市化后期阶段，应走扩散型城

市化道路，而其他区域仍处在城市化前期阶段，应走集中型城市化和大城市化道路。 

（三）对县域城镇化推进模式的研究 

杨洁(2013)认为在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应把县城和中心镇视为新型城镇化的生长点，充分发挥县城链接市和乡

之间的要素、资源、产业等方面的配置和衔接功能；通过制定县域城镇化发展战略，统筹协调推进县域城镇经济产业、公共服

务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推进农村土地要素整合，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机械化农业，形成农业规模经济效益；加快农村征地制度

改革，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加大农民土地自主交易权利，使农村城镇化与土地、产业的城镇化协调同步，最终形成县域城乡三

次产业联动协调发展，城乡互动互惠共进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四）对城镇化模式的动力机制研究 

从动力机制来看，当前城镇化基本存在两种模式：一种为内生动力型，即由农村经济发展内在动力推进非农化进程，或由

工矿资源基地开发带动非农化和工业化，与这种基本模式相对应的是由小到大顺序发展的城镇化趋势；另一种是中心辐射型，

即在具有经济中心地位和功能的特大城市辐射下推动城镇化的类型，与这种基本模式相对应的是由大到小倒序发展的城镇化趋

势。 

（五）对城镇化模式的空间结构研究 

从城镇化的空间结构形态看，城镇化存在四种基本模式类型：(1)带状联结模式，即各个城镇由交通要道（如高速公路、铁

路、河流等）串联在一起而扩展的城镇化模式。(2)扇形扩展模式，即由市中心沿交通要道成扇形并向四周扩展的城镇化模式；

(3)同心圆辐射模式，即以市中心为圆心，在其辐射下呈圆形向四周扩展的城镇化模式；(4)多核心板块对接模式，即由包括中

心商业区、工业区、物流集散区、各类住宅区等在内的多核心板块对接而扩展的城镇化模式。 

三、县域城镇化推进过程的特殊性 

（一）县域城镇化发展的滞后性 

近年来，尽管湖南县域城镇化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快速推进，但仍严重滞后于全省平均水平，成为全省新时期推进新型城

镇化的主要“短板”。2012 年末，全省 71 个县城镇化率为 34.77%，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11.88 个百分点，即使加上 16 个县级市

城镇化率也只有 36.93%，比全省平均水平仍低 9.72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化率不足 30%的还有 17 个县，有 3 个县的城镇化率低

于 25%（见表 1）。从 GDP 超过 200 亿元的县市看，12 个 GDP 超过 200 亿元县的城镇化率比 7 个 GDP 超过 200 亿元的县级市的城

镇化率低 8.18个百分点（表 2）。 

 



 

 

县级市的城镇化水平虽然略高于县，但总体发展水平也低。全省 16 个县级市，仅有 6 个县级市的城镇化率超过了 50%，尚

有 56.25%的市未达到全省平均水平。其中，城镇化率最低的县级市涟源市仅为 28.85%，比全省平均城镇化率低 17.8个百分点，

比建制县的平均城镇化率还低 5.92个百分点，与城镇化率最高的县级市相差 2.65倍。 

（二）县域产业支撑明显乏力 

当前，全省大部分县域特色产业支撑乏力，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多数仍以农副产品为主，产品附加值低，亟待转型升

级。此外，城镇经济发展缓慢，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人才、资本、科技、环境等要素驱动相对不足，产城融合发展水平亟待

提高，要素吸引和驱动能力需要加强。2012年全省只有 7.04%的县（5个）超过全省平均水平。人均 GDP最低的这 5个县与最高

的长沙县差距有十倍之多。 

按照第二产业比重 60%以上、50%-60%、40-50%、30%以下四个档次对湖南 71 个县域的产业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第二

产业比重在 60%以上的县有 7个，仅占总县数的 9.86%；第二产业比重在 50-60%的县有 13个，占总县数的 18.31%；第二产业比

重在 40-50%的县有 16个，占总县数的 22.54%；第二产业比重在 30%的县有 13个，占总县数的 18.31%，多数县第一产业结构比

重大多依然处于 20-30%之间。因此，总体上湖南各县正处于工业化水平初期阶段，产业结构仍然呈现出“二三一”的整体特点，

而非钱纳里等提出的“三二一”的理想模式。 

（三）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差异性 

总体来看，县域城镇化不仅低于县级市城镇化水平，二者相差 10.63 个百分点，更低于辖区市城镇化水平。2012 年，全省

市辖区平均城市化率为 78.87%，分别比全省 71 个县与 16 个县级市的平均城镇化水平高出 44.1 和 33.47 个百分点，71 个县的

平均城镇化率比全省的平均水平低 11.88 个百分点（表 3），16个县级市的平均城镇化率比全省的平均水平也低 1.25个百分点。 

 

从县域整体看，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为长株潭，湘南地区与环洞庭湖的城镇化水平比较接近，大湘西城镇化水平相对较

低。具体而言，全省 71个县中有绥宁、隆回、双峰等 17个县域城镇化率不到 30%，尚处于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初期阶段。有将近

3/5 的县域城镇化率低于 40%,57.75%的县域城镇化率低于县域平均城镇化率。有 95.77%的县域城镇化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表

4）。 

县域城镇化水平不仅有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即使是在同一地区或区域也存在一定的差距。以罗霄山片区为例，位于长株潭



 

城市群的茶陵县和炎陵县的城镇化发展明显快于湘南地区的县域，茶陵县的城镇化率比桂东、汝城分别高出 12.61和 18.6个百

分点。此外，县域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也不同步，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四）县城吸纳城镇人口能力弱 

县城规模较小，聚集能力偏弱。2012 年，全省 71 个县城，城镇人口合计 841.72 万人。其中人口超过 20 万的 7 个。IO-20

万的 34个．10万以下的 30个（表 5）。同时县城城镇人口在县域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普遍偏低，全省县城平均只有 20.67%，多数

县城城镇人口所占比例只有 10%左右。 

（五）城镇基础薄弱质量不高 

总体而言，县域城镇发展基础薄弱、公共服务不完善的问题依然突出。仅公共服务水平一项，就表现出优质公共服务资源

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市与县之间公共服务资源人均差距过大。在县域范围内，公共设施和资源主要集中在县城和中心镇等问

题。如万人拥有床位数，全省 13个地级市辖区位 74.39张，远高于 71县平均值 32.66张，全省共有三级甲等医院 55家，而 71

个县中仅有桂东县拥有一家。针对湖南省 71 个县域的实际情况，构建由 CDP、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新建

住宅面积、地方财政收入等 5 个指标组成的土地城镇化水平标准层指标体系，经测算后表明有 51 个县域（占总数比为 71.2%）

的土地城镇化水平处于中低水平。县域城镇发展基础和县域经济仍然是影响县域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四、县域新型城镇化推进模式选择 

在当前我国县域城镇化严重滞后的情况下，县域城镇化推进模式不应局限于某一具体的发展模式，当前湖南县域城镇化总

体水平较低、层次参差不齐、区域发展不均、推进动力不足，在加快县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其推进模式有待进一步优化和提

升。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六种县域城镇化主导模式： 

（一）中心城市辐射带动模式 

中心城市通常具有较强的集聚和辐射功能，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通过中心城市的人口和产业支撑，培育区

域产业龙头并加快县域产业配套、上下游产业链，将有效增强县域经济实力和发展后劲；依托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信息流、

技术流、资金流等要素，促进县域经济和社会跨越式发展；依托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加快中心城市自身工业化、城镇化、农

业产业化进程，推动城乡协调共进发展；依托中心城市的平台支撑功能，形成城乡设施共建共享、产业市场联动的格局，促进

县域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 

该模式适合长株潭区域周边的县，以及其他各市州中心城市周围的县。充分利用高等级大城市的涓滴效应，获取自身发展

的要素梯度势能，这些要素包括资金、人才、土地、机会等等。通过自身城市功能定位的互补性及成本优势，获取超常规发展

的机会和资源，推动自身城镇化进程。这种模式的中后期，县域自身发展到一定程度，将更多地与其周围的中心城市形成联动

效应，通过功能定位上的互补和有机融合，最终发展成为中心城市的卫星城，或是新型的副中心城市。 

（二）特色产业产城融合模式 

产业作为城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对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通常县域层面的特色产业依赖其特色资源，特色资

源包括交通资源、旅游资源、边疆口岸、矿产资源、扶贫政策、民族文化等。依托特色资源，形成资源、要素和产业集聚，从

而形成以特色资源为基础的优势产业，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到引领和带动作用，推动县域城镇化发展进程。而依靠特色资源发

展特色产业，应以城镇平台优化和承载力提升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基础和环境，形成产城融合发展的良好格局。 

这种模式适合大湘西地区的县，或是省域内其他拥有特色产业基础的县域。由于本身具有发展的特色资源，比如生态资源、

生物资源、矿藏资源、旅游资源，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充分挖掘并释放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将

产业优势打造为经济优势。如大湘西地区，可以依托自身丰富而独特的自然生态本底和人文民俗资源发展特色生态旅游、人文

旅游产业，或是利用丰富的生物资源，开发中药材、生物医药产业等，通过建立符合自身优势的特色产业发展机制，推进产城

融合发展，从而有力促进县域城镇化进程。 



 

（三）新区新城引导拓展模式 

新区新城建设拓展是政府通过对人口、土地、产业、交通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重新规划，推动人口和资源在一定范围集中

的城镇化过程。新区新城的建设范畴主要包括：新建行政中心、产业园区、旅游新区、城市综合体、交通枢纽、专业市场等载

体。在城镇的发展和扩张进程中，新区新城能够推动城市经济的集聚或者分担城市中心的某种功能，走的是一条“外生型”城

镇化道路，以外部经济带动、外来人口推动和区域规模扩张为发展动力，通过制度创新、地缘优势和组织保障，推进实现新型

城镇化。 

这种模式适合处于城镇化发展相对较快的县域，包括宁乡、邵东、汉寿、祁东、桂阳等为代表的经济较达、人口在百万左

右，面积在 2000平方公里左右的县域。从产业发展情况来看，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此类县域的工业、现代服务业、商贸流通

业、现代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正处于一个整体提质、迈进新台阶的阶段。通过新城和新区的建设推进，将从规划实施、资源

利用、基础设施、产业选择、人口集聚、商贸流通等多维度、多领域实现县域新型城镇化在新的空间和载体下跨越式推进。 

（四）旧城改造紧凑发展模式 

旧城改造，指对位于城市核心地段、经济价值较高的老旧街区进行更新改建，以改善城市环境、更新城市功能，而紧凑式

发展指城市空间发展得到有效控制与利用，土地利用集约节约。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综合地理和文化资源优势，把自然景观与

人文景观结合起来，把文化标志性工程打造出来，实现对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彰显城镇个性，突出文化品位，

使城镇重新焕发生命力和吸引力。 

这种模式适合县城历史文化底蕴厚重、人口密度较高、城市拓展空间有限制的县域，如桂东县、安化县、古丈县等。要运

用城市品牌经营战略，将城市潜在资本挖掘出来，释放城市人文特色，形成城市的吸引力，从而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

通过培育和壮大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推动城镇化进程。在此过程中，应坚持以高质量、高标准编制城镇发展规划，将紧凑

式、精明式、集约式作为城市新一轮空间布局的发展模式，从规划层面确定开发的强度和广度，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五）城市群组整体联动模式 

城市群，即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

两个特大或者超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共

同构成的一个相对完整的“集合体”。在县域城镇化层面，城市群组发展模式，主要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依托中心城市，如

地级市，联动周边的县域中心城镇，形成城市群组整体联动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通过区域城市群促进县域城镇化发展，如围绕环长株潭城市群、洞庭湖城市群、湘南城市群等推进集群范围

内的县域城镇化。也可由几个或数个县城，构建城镇群组体系，如构建以吉首市为中心，包括花垣县、保靖县、古丈县、泸溪

县、凤凰县在内的环吉首城市圈。这种模式实质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半小时通勤范围其他县域城市为

支撑，按照城市群的组建原理，形成功能互补、错位发展、整体联动的城市群组体系。各个县域城市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功

能定位，在城市群组体系里承担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职能，形成区域经济的整体联动效应，从而推动自身城镇化进程。 

（六）城乡统筹互促共进模式 

城乡统筹就是通过城乡资源共享、市场互动、产业互补，通过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带动农业，建立城乡互动、良性循环、

共同发展的一体化体制。具体包括：推动城乡规划一体化，统筹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推进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加快城乡公

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强化城乡基础设施连接，推动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城乡联网、共建共享，



 

使城乡之间相互吸引发展要素、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这种模式适用于县域城镇体系内各级城镇新型城镇化进程。通过加强县城、中心集镇和新农村社区的建设，积极发展各具

特色的中心镇、产业镇和新农村新型社区，加快建立以县城为龙头、以中心集镇为支撑、以中心村为连接的城镇体系，扩大中

心城镇的人口和经济集聚规模，充分发挥小城镇的聚集、辐射作用，培育壮大“一镇一品„一村一品”主导产业。通过引导城

市商贸、物流等第三产业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农村市场容量，培育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和集散能力的批发市场。促进城市基础设

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通过新型城镇化，增强城乡互动，促进共同发展。 

五、结语 

综上所述，根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的特征，在县域层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其模式应该结合不同发展区域、不同发展阶段、

不同资源特色、不同功能定位，选择差异化、特色化并适合自身的推进模式，无论何种新型城镇化推进模式，都应坚持将县域

作为大中小城镇中间的关键环节来对待，以提升县域的人口和产业集聚能力为前提，加快实现人的城镇化，不断提高城镇的承

载能力、公共服务水平，推动产城融合发展，确保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高，同时还应以创新城镇化体制机制为动力，加快推进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与促进就业相结合，促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全面提升县域城镇化质量．推动我国区域城

乡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校：肖耀球） 


